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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学形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教育差距的视角

冯　珺

【提　要】作为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国际留学这一特殊迁移形式在人才学领域受
到广泛关注。同时，对于留学行为的不同理解又往往引申出不尽相同的政策含义，因而这
一论题又兼具国际政治经济学色彩。但是，既有研究多从收入差距影响国际留学的角度展
开探讨，对于教育差距本身影响国际留学的效应和机制讨论不足。在同时考虑迁移效应和
教育效应的引力模型这一理论框架下，本文利用教育匹配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通过基
于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影响后，教育差
距对于国际留学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对于教育发展水平相近
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应采取适度倾斜的双边留学政策，以增强地缘交流和人力资源国际流
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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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改进和劳动力供给丰裕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在
长期内保持了接近１０％的增长速度。但在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
中高速增长，２０１６年ＧＤＰ增速回落至６．７％。尽管人们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仍有不同的判
断，但迄今已取得较多共识的一点是，人力资本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长期增长的重要动
力与源泉。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培训和迁移以外，某些特定人力资本的积累仅
能通过留学生的国际流动和回流完成。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偏好型的工资差异会为人力资本投资带来报偿，个人和家庭具备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出国际留学决策的激励；另一方面，与国际流动的一般劳动力要素不同，从平
均和整体的意义上讲，国际留学生因其短周期内较为稳定的回流预期而往往承载了文化宣传等外交
职能，其迁移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取向因之被赋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现实中，国际
留学的行为决策被认为是个人／家庭理性与国家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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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留学群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如图１所示，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在国际留学方面的表现亦不尽
相同。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留学生群体数量最大，且规模持续增长，国际留学给予其在劳动力市场
上的更高收入预期无疑是影响此类行为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对，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留学生
群体规模均较小，且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这主要与来自收益和成本方面的考量削弱了其留
学激励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同样保有相对较高的国际留学生规模，则
主要体现出更加慷慨的政策取向对国际留学行为的影响。

图２　中国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６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图２所示，从 “十五”时期到 “十二五”时期，归国留学生人数规模始
终保持增长势头。而从年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看，又表现出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相吻合的、较为明显
的逆周期特征。例如，２００８年爆发金融危机，归国留学生人数规模的增长率出现较大抬升。这说明
在国际留学生潜在的劳动供给决策中，以留学目的地国为主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与回流后留学国的劳
动力市场之间实质上存在某种替代关系，而未来的劳动参与则是与之相关的一个相机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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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趋势来看，无论是从宏观增长源泉还是微观决策机制来看，

无论是从迁移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来看，国际留学的影响因素都是一个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

二、理论回顾

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国际留学生的流动。大致可以划分为单独考虑留

学国或留学目的地国因素的分析，和同时考虑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因素的双边分析两大类别。

一方面，某些留学国或留学目的地国因素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首先，开放度指标，如对
外贸易、商品进出口等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例如，较早前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国际留
学生流动的经验证据显示，全球贸易和政策开放程度与国际留学生的迁移规模正相关。①其次，收入
指标，如人均ＧＤＰ、人均收入等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留学决策往往建立在个人预期收入最大
化的视角之下，因此留学目的地国与留学国工资差距的扩大会激励国际留学生通过迁移和回流实现
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跨区域套利行为。放松学生在留学目的地国获得技能后只留在该国工作的
假设，或假设出国留学之后并不一定会留在当地或者回国就业，而是很可能去第三方国家寻求岗位，

并不影响类似结论的成立。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 “迁移效应”。②再次，受教育成本，如学费、生活成
本等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来自欧盟内部１９个成员国之间国际留学生流动的经验证据表明，高
昂的成本是阻碍国际留学的主要原因之一。③

另一方面，某些同时涉及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双边因素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一是地
理因素 （如两国之间距离、是否相邻、某国是不是内陆国等等）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二是历
史联系 （如共同语言、殖民关系、移民存量等）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理性的学生在出国留学
之前审慎地考虑长期留存的概率之后依旧可能会选择出国，这是由于留学生更加熟悉当地的语言、

文化习俗等，即使假定受教育水平均相同，在此国留学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平均工资水平依然要高于
在彼国学习后迁移到此国工作的工资水平。④三是收入差距会影响国际留学生的流动。可以将劳动力
划分为普通员工和高技能员工／研发人员两类。其中，后者通过科研活动生产新的知识，进而向普通
员工传授新知识并获得一定的收入回报。而前者为了成为高技能员工必须购买和学习研发人员生产
的新知识。普通员工和高技能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因此厂商在雇佣两类员工时必须支付不同的
工资。

前述区分的含义在于，国际留学对于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禀赋的群体而言，其影响往往是 “非中
性”的。然而从平均和整体来看，收入差距对留学生人数具有负向影响，因为低收入国家学生难以
承担在高收入国家学习应支付的高昂费用；同时留学目的地国更高的知识积累速度也阻碍了留学生
的进入，因为知识高速增长意味着教育费用也相应增加。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 “教育效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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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相对独立但值得关注的背景是，成熟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正在为全球学生提供多
元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例如，“慕课”（ＭＯＯＣｓ）模式打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藩篱，使得教育资
源的跨国、跨区域传播更加方便，成本更低。这必然会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学生流动带来影响，但
慕课始终无法在社会环境融入和文化体验方面实现对于传统留学方式的完全替代。这也就解释了在
留学生的教育选择方向上，尽管慕课发展方兴未艾，但接受本科教育的留学生明显增加，选择商科
的留学生仍占主流，而英语强化课程的学习人数同样出现了激增。
综上所述，目前既有研究多以留学国或留学目的地国的人口、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分析，

涉及因素大致包括：１）开放度指标，如对外贸易、商品进出口等；２）收入指标，如人均ＧＤＰ、人
均收入等；３）受教育成本，如学费、生活成本等。而同时考虑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双边因素的研
究则多从地理因素 （如两国之间距离、是否相邻、某国是不是内陆国等等）、历史联系 （如共同语
言、殖民关系、移民存量等）以及收入差距影响国际留学的角度展开探讨，但往往对于教育差距本
身影响国际留学的效应和机制讨论不足。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教育差距对国际留学的影响是迁移效应与教育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
定限度内，教育差距拉大会抑制国际留学的发生；在突破一定限度以后，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反
而会促进国际留学的发生。换言之，教育差距之于国际留学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为验证这一假设，首先引入迁移领域中较为常用的引力模型。①

Ｍｉｊ＝Ｋ·
Ｐｉ·Ｐｊ
Ｄｉｊ

（１）

传统的引力模型假设人口迁移具有类似物理学中 “万有引力”的性质，因此采取了形如公式
（１）般的表达式加以刻画。当研究对象是国别间的人口流动时，公式 （１）表明迁移规模与两国的人
口规模成正比，而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其中Ｋ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系数。但是，本文的研究对
象是国际留学生的流动，而非不加甄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因此，须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表
达式加以修正。

Ｍｉｊ＝Ｋ· （Ｃｉ，Ｃｊ）·ＧＡＰｅｄｕ

·Ｓｉ·Ｓｊ
Ｄｉｊ

（２）

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相比，公式 （２）至少已实现如下两处改进。第一，由于国际留学的行为主
体是留学生，而其在留学目的地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也主要涉及学生群体之间的行为交互，因此
等式右边的分子部分分别用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学生群体规模取代了此前一般性的人口规模。
第二，传统的引力模型假设迁移仅由两国的人口规模和距离决定，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加识别，
已无法满足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应诉诸于更加深入的变量内生化过程。一方面，教育差距作为主
要的研究变量须独立体现于模型之中；另一方面，根据此前对既有研究的回溯可知，尚有一系列
来自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特征变量会对国际留学产生影响，均应置于模型中加以控制。因此，
与公式 （１）相比，公式 （２）中的常系数Ｋ实际上是剥离了教育差距和其他国别特征变量后的剩
余部分。
对公式 （２）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更加便于估计的模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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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Ｍｉｊ＝β０＋β１ｌｎＧＡＰｅｄｕ＋β２ｌｎＳｉ＋β３ｌｎＳｊ
＋β４ｌｎＤｉｊ＋βＸ＋μ （３）

其中，为保证真数必须大于零的数学意义，两国之间的教育差距总是以正值表示，而不论其作
为留学国抑或留学目的地国的相对地位。而βＸ则表示除了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学生群体规模以
及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外的控制变量及其待估系数所组成的矩阵。公式 （３）可以用于对教育差距之于
国际留学的影响加以估计，但囿于模型的线性形式，难以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假
设加以检验。又因为缺乏既成的经验估计式，因此有必要对公式 （３）施加代数变换，以期将教育差
距的二次形式引入估计方程。

令ｇ＝ＧＡＰｅｄｕ，假设ｌｎＭｉｊ＝ｆ （ｇ）在定义域Ｇ内ｎ＋１阶连续可导，则对于ｇ０Ｇ，根据泰勒
定理有：

ｌｎＭｉｊ＝β０＋β１ ｌｎｇ０＋
ｇ－ｇ０
ｇ０ －

（ｇ－ｇ０）２

２ｇ２０
＋Ｒ３ （ｇ［ ］）

＋β２ｌｎＳｉ＋β３ｌｎＳｊ＋β４ｌｎＤｉｊ＋βＸ＋μ （４）

其中，Ｒ３ （ｇ）是比ｇ２ 更加高阶的无穷小量。将公式 （４）进一步展开可得：

ｌｎＭｉｊ＝β０＋β１ｌｎｇ０－
３
２β１＋

２β１
ｇ０
·ｇ－β１２ｇ２０

·ｇ２＋β２ｌｎＳｉ＋β３ｌｎＳｊ＋β４ｌｎＤｉｊ＋βＸ＋μ （５）

将公式 （５）的系数通过运算化简、整理可得：

ｌｎＭｉｊ＝β＊０ ＋β＊１ｇ＋β＊２ｇ
２＋β＊３ｌｎＳｉ＋β＊４ｌｎＳｊ＋β＊５ｌｎＤｉｊ＋β＊Ｘ＋μ＊ （６）

至此，便得到了公式 （６）作为实际用于回归分析的估计方程。由上述推导过程可知，公式 （６）
与公式 （３）相比，其变量的估计系数可以藉由一系列代数变换相互表示，而无需引入任何未知变
量。具体说来，则有：

β＊０ ＝β０＋β１ｌｎｇ０－
３
２β１

β＊１ ＝
２β１
ｇ０

β＊２ ＝－β
１

２β

烅

烄

烆
２
０

（７）

在探讨国际留学问题时，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往往同时考虑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因素，① 本
研究所使用的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亦出于类似考虑。观察公式 （６）可知，等式左边的ｌｎＭｉｊ表示从留
学国ｉ流向留学目的地国ｊ的国际留学生规模取对数；等式右边的β＊０ 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β＊１ｇ和

β＊２ｇ
２ 分别表示留学目的地国和留学国之间教育差距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及其待估系数，由于泰勒展开

使得教育差距不再以对数形式出现，此处的ｇ可以通过单一次序计算得到；β＊３ｌｎＳｉ和β＊４ｌｎＳｊ 分别表
示留学国ｉ和留学目的地国ｊ之间距离的对数形式及其待估系数；β＊Ｘ 表示除了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
国的学生群体规模以及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外的控制变量及其待估系数所组成的矩阵；μ＊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基线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这是世界
银行最重要的发展指标汇编，数据来自得到正式认可的国际来源 （通常为主权国家的统计部门）。世
界发展指标可以提供现有的最新最准确的全球发展数据，包括国家、地区和全球数据的估计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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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差距与国际留学的关系时，世界发展指标很好地满足了因控制变量选取而对数据结构产生
的多样化要求。但是，这套数据的关键缺陷在于，其未能提供国别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反映教育差
异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另行引入教育统计数据加以匹配。考虑到变量结构的一致性，本研究
所使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Ｂａｒｒｏ－Ｌｅｅ教育数据库。匹配和清理后得到的跨国面板数据，其观
测时序为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横截面包括１３３４条记录，即总共８００４条混合记录的平衡面板数据。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模型结构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出国留学

人数变动
留学国留学生的对数 ４．４１１　 ２．５０４　 ０　 １２．１５４

研究变量

留学国与留学

目的地国的

教育差距

教育差距 ３．６２７　 ３．１５２ －３．７　 １１．６

教育差距的平方 ２３．０９０　 ２８．４２７　 ０　 １３４．５６

引力模型

变量

留学国学龄人口 留学国学龄人口对数 １４．７１４　 １．３９３　 １０．７１４　 １８．７１５

留学目的地国

学龄人口

留学目的地国学龄

人口对数
１４．２３４　 １．３８９　 １１．３８７　 １６．９１９

距离
留学国到留学目的

地国距离的对数
８．５６６　 １．０１４　 ３．９８０　 ９．８８３

控制变量

国家大小 国土面积的对数 １３．２６１　 ２．２２１　 ９．９１６　 １６．１１６

教育重视程度
教育支出占国民

收入比重
５．３０４　 １．０２６　 ３．６　 ８．１

经济发展水平
留学目的地国人均

ＧＤＰ的对数
９．１０５　 １．０４２　 ６．４５７　 １１．５７１

气候 纬度差的对数 ２．５７２　 １．１４９ －４．０９４　 ４．０７９

语言
留学目的地国是否

为英语国家
０．５５５　 ０．４９７　 ０　 １

文化 是否有殖民关系 ０．２６２　 ０．４４０　 ０　 １

表１列出了实证分析所涉及的变量及其描述性的统计结果。这些变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
类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国际留学生的规模变动。具体来看则是指一年之内从留学国到留学目的
地国的单向流动的国际留学生数量再取对数。这种统计方法的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双向的国际留学
生流动会被统计在两条记录之中。举例而言，某一年度内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来华的美国留学生会
分别作为两条记录处理。

第二类是模型的研究变量或称解释变量，即留学国与留学目的地国的教育差距。根据研究假设
和公式 （６），此处选取的变量是教育差距的一次项以及教育差距的平方项。而用来衡量教育差距的
代理变量则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选取这一变量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直接衡
量了国别间平均和整体意义上的教育数量差距，这一点较为直观；另一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同样
是衡量教育质量差距的重要指标，① 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积累的整体改善往往是教育水平发展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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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第三类是引力模型所涉及的基础变量，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包括留学国在校生数量、留学目的地

国在校生数量和两国之间的距离。根据公式 （６），上述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从世界发
展指标的统计口径来看，学生规模应当是指各类学校在籍在册的学生数量，而非单纯通过年龄标准
加以界定。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通过Ｂａｒｒｏ－Ｌｅｅ数据库的教育匹配，样本中的学生被界定为处于１５
周岁至２５周岁范围内的少年人口和青年人口。
第四类是模型所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大小、教育重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气候、语言

和文化等。所使用的具体代理变量为国土面积的对数，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留学目的地国
人均ＧＤＰ的对数，留学国与留学目的地国纬度差的对数，留学目的地国是否为英语国家，以及留学
目的地国与留学国之间是否曾存在殖民关系等。其中，除留学目的地国是否为英语国家以及留学目
的地国与留学国之间是否曾存在殖民关系以外，其余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

表２　基线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混合ＯＬＳ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教育差距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８２） －０．２０２８＊＊＊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３６３）

教育差距的平方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８）

留学国学龄人口对数 ０．２０５５＊＊＊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３８）

留学目的地国学龄人口对数 ０．６９８１＊＊＊ （０．０２２１） ０．２９０１ （０．２２３１） ０．６４２６＊＊＊ （０．０４７９）

留学国到留学目的地国距离的对数 －１．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５） ——— －０．９２４４＊＊＊ （０．０６３８）

国土面积的对数 ０．２０７７＊＊＊ （０．０１６９） ——— ０．１７９０＊＊＊ （０．０３８５）

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 ０．４３９０＊＊＊ （０．０２３９） ０．２９８９＊＊＊ （０．０２４４） ０．３１７０＊＊＊ （０．０２２３）

留学目的地国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４．１４８３＊＊＊ （０．４９６０） ２．９４２９＊＊＊ （０．１７７７） ２．９４８５＊＊＊ （０．１７２４）

纬度差的对数 －０．０９２７＊＊＊ （０．０２２４） ———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５１４）

留学目的地国是否为英语国家 １．３０５３＊＊＊ （０．０６６７） ——— １．２９９４＊＊＊ （０．１５１３）

是否有殖民关系 １．７６４５＊＊＊ （０．０８０９） ——— １．７１７６＊＊＊ （０．１８９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Ｐ值小于０．０００１，强烈拒绝原假设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２所示，从最初基线方程的混合ＯＬＳ估计来看，教育差距的一次项不显著而平方项显著，
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绝对值很小。如果据此认为教育差距与国际留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话，
则拟合的二次曲线关于ｙ轴对称，且两国的教育水平在任一方向上偏离对称轴的差距扩大都会表现
为留学规模马上获得一个极为夸张的增量变动，这无疑不符合惯常的经验观察。于是很自然地考虑
到，国别间跨时序的个体特征需要单独识别以改进拟合效果，据此转而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
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加以估计。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表明，与假设个体特征变量的残差项服从正态分
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比，通过引入独立截距项以反映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的固定效应模型更为
可取。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差距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显著，拟合效果较基线的混合ＯＬＳ
模型而言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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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①

变量
普通最小

二乘

ＩＶ固定

效应

ＩＶ随机

效应

教育差距的滞后四期做工具变量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５） －３．２６７４＊＊ （１．４１１８）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４７５）

教育差距平方的滞后四期做工具变量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３４） ０．２７４７＊＊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Ｐ值小于０．０００１，强烈拒绝原假设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表现为，尽管有理论表明教育差距的变化会导致国际留学生流动的变
化，同时，国际留学生的存在本身就会对于留学目的地国的教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观察到二
者的相关关系以后，如果不对变量间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加以识别，就难以得出更加清晰和富于启发
性的结论。而选取教育差距的滞后四期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在于，考虑到国际留学的阶段性特征，
通常以四年作为流动和回流的时间界限。也即是说，基于教育发展的渐进性，当期的教育差距势必
会受到滞后期教育差距的影响，但此时此刻的国际留学情况却难以在时间逻辑上影响彼时彼刻的教
育差距。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依然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且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
平和方向是稳健的。
从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来看，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为Ｐ值小于０．０１，强烈拒绝无需使用工具

变量的原假设，说明原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来看，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值为１５．１９８，大于１０％最大临界值７．０３，说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较好，不存在所谓的弱工具
变量问题。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来看，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相关拉氏统计量的Ｐ值小于０．０００１，强烈拒
绝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外生。

表４　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工具变量的选择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Ｐ值小于０．０１，强烈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 应使用工具变量

相关性检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 １５．１９８

１０％最大临界值 ７．０３

检验结果 不认为存在弱工具变量

外生性检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相关拉氏统计量 Ｐ值小于０．０００１，强烈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 不认为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相关

尽管可以识别到教育差距平方项的显著性水平和方向，但还尚不足以说明教育差距与国际留学
之间存在非线性型关系，这是因为此种非线性关系有可能仅仅反映了教育差距的变化率，而验证二
次关系的存在与否还要进一步检视系数的取值范围，即顶点取值是否在样本定义域的范围之内。根

据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顶点系数可得－β
＊
１

２β＊２
＝５．９４７４∈Ｇ＊。这一结果表明，在使

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影响后，教育差距对于国际留学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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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来自国际留学数据的经验印证

从全球范围来看，经合组织国家是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而非经合组织国家是主要的留学国。
就平均受教育年限而言，经合组织国家远高于非经合组织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①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
非经合组织国家经历了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高速增长，２００９年最高达到了１４．１‰，在此期间，经合组
织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则稍显不足。然而到了２０１１年以后非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出
现了负增长，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率依旧低下，但至少保持了正的增长。将非经合组织国家与经
合组织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对比发现，当两者的差距减小时，非经合组织国家输出的留学生相
对更多，然而到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两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开始拉大，非经合组织国家输出的
留学生比例也随之下降。

图３　世界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趋势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数据库。

此外，２００７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虽然普遍下行，但非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中等收
入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开始增加，并一直维持到２０１０年。一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基础阶段的人力资本改善进程更为容易。尤其是对于人力资本较为稀缺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当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呈现一定规模以后，财政支出具备向教育领域进一步倾斜的条件，此时该
经济体将有可能面临一个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改善的过程，也实现了更加积极的留学储备。与之相对
应，在此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具有了较高水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进一步改善的难度很
大，从而与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差距呈缩小趋势。由于留学目的地国在接收留学生时采取选拔模
式，以筛选合格的学生，当留学国生源的教育水平提高时，意味着国内将有更多的学生能通过留学
选拔。再者，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对留学生的要求就越严格。所以，经济危机期间非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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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教育水平差距的缩小，使得更多的非经合组织国家学生有机会前往经合组织国
家留学。这也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经济下行时，留学生的流动反而增强。经合组织教育数据库的数据
表明，在一定的限度内，两国之间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的扩大确实与留学生的流动具有负向关系。

图４　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留学对比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数据库。

近两年，受益于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国家来华留学生明显增加。其
中，巴基斯坦全民教育指数在１２０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１３位，落后于南亚其他国家和其他处于相似地
位的发展中国家。① 巴基斯坦入学率较低，相当一部分失学者不具备起码的简单数字计算能力、阅读
和语言能力。而教育普及率低又导致巴基斯坦熟练劳动力缺乏，接受过正式培训的企业员工占比很
低。总体而言，教师素质不高、教育不公平、公共教育管理不善等是造成巴基斯坦教育发展长期停
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巴受教育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规模反
而呈明显上升趋势。

图５　中巴教育差距与巴基斯坦来华留学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ＣＣＧ）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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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持续改善，特别是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迈上新台阶，而巴基斯
坦近年来教育发展陷入停滞，中巴之间的教育差距较之非经合组织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平均
差距而言无疑更加悬殊。在留学国和留学目的地国教育差距悬殊的情形下，可以观察到两国之间平
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的扩大与留学生的流动呈现正向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留学国国内实现更高
级别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过高，而完成人力资本投资后的劳动力市场报偿又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

此时留学决策主要是对这种差异作出反应的迁移效应发挥作用。

六、结论及相关启示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当留学目的地国教育发展优于留学国时，教育差距拉大会抑制国际留学
的发生；当留学目的地国的教育发展领先于留学国一定程度时，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则会促进国
际留学的发生，这种影响使二者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关系。通过观测经合组织国家的国际
留学数据和国外学生来华留学数据，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得到初步印证。从教育差距影响国际留学
的机制作用来看，国际留学生工资期望的变动使得跨国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存在明显激励。因此，

当两国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时，迁移效应可以更好地解释国际留学规模扩张的经验现象，特别是在
影响劳动力跨国转移和就业的制度性障碍较少的条件下。

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尽管需求因素亦不容忽视，但潜在增长率的改善始终要靠全要素增
长率的提升拉动。如果说人力资本改善会在上述过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就实现从
“人口红利”向 “人才红利”转变的过程而言，应当进一步强调国际留学尤其是学业完成后回流行
为的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偿要求，回流劳动力往往具有较高的保
留工资。如果企业的雇佣决策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改善的话，那么反而会伴随单位劳动成本的
提高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过程。于是，留学生回流在短期内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是不明
朗的。

这一结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是，对于与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 （多为具有一
定经济实力和教育发展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留学激励相对不足，应采取适度倾斜的双边留
学政策，以增强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活力，在营造友好合作的大国形象的同时更好地彰显和输出文
化软实力。从目前国际留学的政策实践来看，如何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包括低
龄化在内的新近出现的留学变化趋势是亟待攻坚的政策难题；就来华留学政策而言，相关政策的不
完备性和滞后性则体现得更为突出，距离真正实现 “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并重”的政策愿景还有较
大的改进空间。而以更加开放和动态的视角看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供给留学环境和留
学政策这样的 “国际公共物品”，也应当进一步引发我们关于世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全球治理和主
权国家博弈关系的更多的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高度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地吸引人才，全球性人才争夺战己经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

一国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其国际地位。而中国经济已
经步入新常态，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人才和技术因素是中国能否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变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是留学生的输出大国，近年来出国留学的人数急剧上升，而中国接
收的留学生也在日益增加。因此，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各级地方政府
要尽快制定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和世界人才市场发展趋势的人才战略，不要错过留学生的强劲流
动所带来的机遇。

其次，努力提高国内教育水平是重中之重。国内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有利于吸引海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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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华学习，也有利于吸引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特别是到高等教育机构工作。在提高教育水平的
同时，还需为国内学生争取更多的出国受教育的机会，并保证这些机会的公平公正。提高教育水平，
必须要有资金保障，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增加了财政性教育投入，推动
了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是，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各类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亟须增加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完善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最后，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学生出国留学的物质保证，也是吸引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物质条件。

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高校应积极设立各项与留学有关的扶助基金，
对那些难以支付国外高昂留学费用的优秀学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以及奖励、资助在国内留学的海
外学生。出国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很多进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然而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的工资待遇受到制度约束，从而降低了潜在出国留学学生的预期收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中国
科技创新的主力引擎，提高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可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出国深造，并且也
能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从事创新研发工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系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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